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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 

人际因素的作用* 

黄垣成  赵清玲  李彩娜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健康重点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质量评估协同创新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分中心, 西安 710062) 

摘  要  通过对 859 名初中生历时 3 年的 3 次追踪测量, 考察了抑郁和自伤的独立与联合发展轨迹, 并对 3 种重要

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在二者联合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

分别呈现 4 条和 3 条异质性发展轨迹; 二者的联合发展轨迹包含“低抑郁−低自伤−稳定”、“低抑郁−低自伤−增长”、

“中抑郁−中自伤−降低”三类; 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接纳分别为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的风险与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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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4 

1  引言 

青少年社会适应问题因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一

直是各国政府、心理学研究者和社会大众广泛关注

的问题, 其中抑郁和自伤更是被视为青少年适应不

良的典型表现(Nock & Prinstein, 2004; Thapar et al., 

2012)。大量研究显示, 抑郁与自伤不仅会严重损害

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健康, 更为致命的是, 二者均

是青少年自杀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 在青少年群体

中的发生率均已达到甚至超过 20% (Giletta et al., 

2015; Thapar et al., 2012)。鉴于二者的高危害性与

高流行性, 心理学研究者围绕抑郁与自伤的关联展

开了广泛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早期的横断研究一致发现了抑郁和自伤间存

在的高相关性和共病性(Lan et al., 2019; Wang & 

Liu, 2019)。Guerry 和 Prinstein (2009)首次通过纵向

研究检验了抑郁和自伤间的因果关联, 并指出抑郁

是自伤的高风险预测因素, 随后的研究也相继验证

了这一结论(Barrocas et al., 2015; Marshall et al., 

2013)。然而, 近期又有研究者指出, 自伤能够显著

预测抑郁而非相反(Burke et al., 2019)。对二者关系

的元分析也呈现不一致的结果, 如 Fox 等(2015)指

出, 抑郁可能是自伤的危险性因素。国内学者李瑊

妮等(2016)的研究则发现, 抑郁和自伤间仅存在高

相关, 并不能确定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联。事实上, 

Marshall 等(2013)在更早的一项研究中已经指出 , 

抑郁和自伤间关系模式难以确定的原因在于, 传统

的变量中心研究忽视了二者发展模式的异质性, 即

不同的青少年群体间抑郁和自伤的发展轨迹可能

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如果不对二者发展的群体异

质性进行区分, 只在变量水平考察青少年抑郁和自

伤的特点, 很难明确二者间确切的关系模式。个体

中心的优势在于能够确定具有相似情绪和行为特

征的个体类型, 并识别出不同类型青少年抑郁和自

伤的异质性发展轨迹(Brendgen et al., 2005; Wang et 

al., 2017), 精确描绘抑郁和自伤的发展模式在个人

内部的典型组合, 即探讨二者的联合发展轨迹, 进

而从个体层面阐明青少年抑郁和自伤间高相关及

高共病的可能原因。 

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者也认为, 抑郁与自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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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相关与高共病性意味着二者可能存在共同的

发展轨迹与致病因素, 若能识别出青少年抑郁和自

伤发展的高风险群体, 以及潜在的风险与保护性因

素, 实践人员将能建立更高效的预防干预体系, 以

减少不良适应结果的发生(Barlow et al., 2004)。青

少年初期个体由于生理发育的加速和思维复杂性

的增强, 包括家庭、同伴和师生关系在内的人际关

系 对 其 情 绪 及 行 为 的 影 响 凸 显 (Barber, 1996; 

Madjar et al., 2017)。因此, 本研究拟以新入学的初

一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个体中心研究设计, 通过

3 年追踪研究, 考察青少年早期个体抑郁与自伤的

联合发展轨迹及其人际风险与保护性因素。 

1.1  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独立发展轨迹 

抑郁指个体因无法应对生活中的紧张压力事

件而产生的一种负性情感障碍, 被称为 21 世纪的

“流行性感冒” (Gotlib & Hammen, 2008; Thapar et 

al., 2012)。与其它人生阶段相比, 青少年由于激素

水平的剧烈变化及生理发育的加速, 抑郁的发展呈

现 显 著 的 群 体 异 质 性 与 个 体 差 异 性 (Gotlib & 

Hammen, 2008)。Ellis 等(2017)在回顾了 18 项考察

青少年抑郁发展异质性的研究后发现, 以往研究均

报告了青少年抑郁的“低水平稳定”轨迹, 多数研究

还同时发现了“增长”及“下降”轨迹(侯金芹 , 陈祉

妍 , 2016; Vaillancourt & Haltigan, 2017)。其中 , 

Costello 等人(2008)通过一项历时 6 年的追踪研究, 

在一个较大的青少年群体中(N = 11559)识别出了 4

条抑郁的异质性发展轨迹, 少数青少年属于“无抑

郁组”, 大部分青少年的抑郁发展则呈“低水平稳

定”、“低水平增长”或“高水平下降”三条轨迹。近期

研究也相继验证了上述结论(Rice et al., 2019)。例如, 

Vaillancourt 和 Haltigan (2017)在 700 名青少年群体

中也识别出了“低水平稳定”、“低水平增长”及“高水

平下降”三条轨迹。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认为, 青

少年期抑郁的发展包含以下 3 种基本形态, 即“低

水平稳定”、“增长”及“下降”。 

非 自 杀 性 自 伤 行 为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以下简称自伤)指在没有明确自杀意愿的情

况下, 个体采取的直接且蓄意地伤害自身身体组织

的行为(Nock & Prinstein, 2004)。研究显示, 青少年

早期是个体自伤行为发生发展的关键时期, 自该阶

段起, 不同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频率即呈现出显著差

异(Plener et al., 2015; Tatnell et al., 2014)。Barrocas

等(2015)首次对青少年自伤发展轨迹的异质性进行

考察, 并报告了“低水平下降”、“中水平下降”以及

“高水平稳定” 3 条轨迹, 该发现很快得到后续研究

的支持(Giletta et al., 2015)。如 Wang 等(2017)在一

个大样本群体中(N = 3381)验证了这一结论, 并进

一步指出, 大部分青少年自伤的发展轨迹都表现为

“低水平稳定”, 即“低水平下降”可视为“低水平稳

定”这一基本形态下的特殊情况。此外, Adrian 等人

(2019)的追踪研究发现, 临床青少年样本中也存在

自伤行为的“低水平增长”发展轨迹。但目前尚未有

研究在一般青少年群体中识别出自伤的“增长”轨

迹, 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对该轨迹组的存在与否进

行检验。综上, 青少年自伤应该存在“低水平稳定”

和“下降”两大基本形态, 以及“增长”这一可能的发

展形态。 

1.2  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 

综合以往个体中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青少

年抑郁和自伤的独立发展轨迹在数量和形态上极

为相似, 大部分青少年的抑郁和自伤都能长期维持

在较低水平, 少部分个体的抑郁和自伤则呈现“增

长”或“降低”的发展轨迹(Barrocas et al., 2015; Ellis 

et al., 2017)。此外, 变量中心的研究也证实, 青少

年抑郁和自伤存在稳定的高相关及高共病性(Lan 

et al., 2019; Wang & Liu, 2019)。那么, 这些结果是

否意味着青少年抑郁和自伤间存在共同的发展趋势？ 

自伤的功能模型(Nock, 2010; Nock & Prinstein, 

2004)指出, 在缓解自身消极情感体验(如抑郁)方面, 

自伤行为具有“即刻有效”的特点, 说明二者可能存

在高度共生的关系, 即二者可能存在共同的发展模

式。具体而言, 低抑郁稳定组青少年可以通过一般

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应对自身的情绪困

扰, 无需自伤或仅需极低水平的自伤便能维持情绪

功能的和谐发展 , 因而自伤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对应于低自伤稳定组), 表现为二者联合发展轨迹

的“低抑郁−低自伤−稳定”组; 对抑郁增长组青少

年, 原有的情绪调节策略无法应对抑郁的不断增长, 

而“偶发性”的自伤却能帮助其即刻缓解抑郁, 因此

这种通过自伤进行情绪调节的“成功经验”会使个

体逐渐产生依赖性(Tatnell et al., 2014), 自伤水平

随之升高(对应于自伤增长组), 表现为二者联合发

展轨迹的“抑郁−自伤−增长”组; 对抑郁降低组青

少年而言, 由于抑郁的逐渐降低, 个体不再需要频

繁的自伤行为来调节情绪, 因而其自伤水平也会逐

渐降低(对应于自伤降低组), 表现为二者联合发展

轨迹的“抑郁−自伤−降低”组。由此可见, 青少年抑

郁和自伤独立发展轨迹的高度相似并非偶然, 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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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能存在共同的发展轨迹。 

1.3  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人际因素 

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指出(Gotlib & Hammen, 

2008), 经历较多排斥、拒绝、冲突等负性人际体验

的个体, 往往会形成更为消极的认知图式及自我评

价, 且负性人际体验对自我认知的恶化会持续增强, 

最终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的风险。而根据自伤的功能

模型(Nock, 2010; Nock & Prinstein, 2004), 一方面, 

人际环境系统的恶化会直接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

的增强, 例如, 个体可能为了逃避同伴欺凌、改善

同伴关系实施自伤行为。另一方面, 当个体的抑郁

表现持续增强时, 为了能够即刻有效的降低当前的

抑郁水平, 个体也会随之提高其自伤行为的频率。

相应的, 当个体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 负性人际体

验与抑郁之间的因果链条被自然切断, 抑郁水平逐

渐降低(Yu et al., 2016), 而无论是出于人际关系的

良性发展, 还是抑郁水平的降低, 个体起初高频率

的 自 伤 行 为 都 会 丧 失 意 义 , 从 而 逐 渐 得 到 控 制

(Nock, 2010; Nock & Prinstein, 2004)。可见, 人际关

系是青少年抑郁和自伤共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个 体 中 心 的 研 究 支 持 了 上 述 观 点 。 例 如 , 

Vaillancourt 和 Haltigan (2017)发现, 相比于“低抑

郁稳定”组青少年 , 不良的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 , 

均能显著提高个体归属于“低抑郁增长”和“高抑郁

降低”组的可能性。国内学者侯金芹和陈祉妍(2016)

考察了来自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三方面

的整体的压力对个体抑郁发展的影响 , 结果发现 , 

人际压力越大, 个体抑郁越可能长期呈现高水平的

状态。而对于人际关系对自伤发展轨迹的影响, 仅

有的一项针对中国青少年的大样本研究(N = 3381; 

Wang et al., 2017)指出 , 相比于“低自伤稳定”组 , 

不良的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均能显著提高个体归

属于“低自伤降低”、“中自伤降低”及“高自伤稳定”

组的可能性, 其中, 个体自伤呈“高水平稳定”发展

的可能性最大。值得注意的是, 尚未有研究单独考

察师生关系对青少年抑郁和自伤发展轨迹的预测

效应。然而, 从以往研究显示的“师生关系与抑郁和

自伤稳定的纵向关联”来看(Madjar et al., 2017; Yu 

et al., 2016), 师生关系可能独立影响个体抑郁和自

伤的发展趋势。 

综上, 青春期早期是抑郁和自伤发生发展的关

键时期, 本研究从个体中心视角出发, 使用潜类别

增长模型, 分别考察初中阶段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

异质性发展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二者平行发展

过程的潜类别增长模型, 首次探讨二者的联合发展

轨迹, 全面考察青少年重要人际关系(亲子、同伴和

师生关系)的消极与积极方面对青少年早期抑郁和

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风险及保护性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与程序 

本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两所普通中学的 890 名

初中生为被试 , 其中男生占比 57.81%, 平均年龄

12.73 ± 0.43 岁。首次测试时间(T1)为 2015 年 5 月, 

以后每年 5 月施测一次, 共完成 3 次施测。因转学、

测试当天请假等原因, 第二、三次测试共流失被试

31 人, 最终确定 859 名被试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被试流失分析显示, 继续参与研究的被试与流失的

被试在年龄(t(880) = –0.44, p = 0.66), 家庭主观经

济地位(t(737) = –1.07, p = 0.29), 是否为独生子女

(χ2(1) = 0.15, p = 0.70), 是否流动(χ2(1) = 2.26, p = 

0.13)上无显著差异, 在性别(χ2(1) = 4.73, p = 0.03, 

Cramer’ V = 0.08)上差异显著, 流失的被试中男性

略多于女性。 

本研究测试形式为团体施测, 时间约 30 分钟。

所有主试为经过严格培训的研究生。测试前 1 周, 

研究人员获得被试及其家长的许可。测试后向所有

被试发放小礼品。 

2.2  研究工具 

2.2.1  抑郁 

采用中文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Radloff, 

1977), 该量表是目前国内外测量青少年抑郁的常

用量表之一, 主要测查个体过去一周内抑郁症状出

现的频率。量表 4 点评分, 1 为“偶尔或无”, 4 为“大

部分时间或持续存在”。量表共 20 题, 包括抑郁情

绪(如“我常因一些小事而烦恼”)、积极情绪(如“我

对未来充满希望”)、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如“我觉

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人际(如“我觉得人们对我

不友好”)四个分维度。其中的肯定表述题目得分经

反向转换, 计算项目均分, 分值越高代表抑郁越严

重。本研究在 T1、T2、T3 三个时间点测量被试的

抑郁水平,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9、0.88、0.89,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四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

良好(T1: CFI = 0.93, TLI = 0.92, RMSEA = 0.06, 

SRMR = 0.04; T2: CFI = 0.92, TLI = 0.90, RMSEA = 

0.06, SRMR = 0.05; T3: CFI = 0.92, TLI = 0.90, 

RMSEA = 0.07, SRMR = 0.05), 信效度检验结果表

明, 该问卷对本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的测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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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描述青少年抑郁的异质性发展轨迹, 需对抑

郁的水平作出高、中、低三水平的划分。参考 Ellis

等(2017)的研究, 本研究对抑郁水平作出如下规定: 

均分 1~2 (对应总分 20~40)为低水平抑郁, 均分 2~3 

(总分 40~60)为中等水平抑郁, 均分 3~4 (总分为

60~80)为高水平抑郁。 

2.2.2  自伤 

采用简版自我伤害问卷(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 DSHI; Gratz, 2001)测量被试的自我伤害

程度, 所涉及的自伤行为包括打伤、撞伤、割伤、

纹伤、刮伤、戳伤、烫伤、咬伤等。该问卷对于自

伤水平的评估以自伤次数计算, 分为以下 6 个等级: 

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5 次及以上, 共包含

9 道题目(如“故意不让伤口愈合”、“把自己手臂等

处割出血”)。计算项目均分, 分数越高代表个体自

伤程度越严重。该问卷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有良好

的信效度(Lan et al., 2019; Wang & Liu, 2019)。本研

究中该问卷 3 次测量的 α 系数为 0.92、0.93、0.87, 

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 单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T1: CFI = 1.00, TLI = 0.99, RMSEA = 0.05, SRMR = 

0.01; T2: CFI = 1.00, TLI = 0.98, RMSEA = 0.07, 

SRMR = 0.01; T3: CFI = 1.00, TLI = 0.98, RMSEA = 

0.07, SRMR = 0.01), 说明该问卷对青少年自伤的

测量有效。 

为更好的描述青少年早期自伤的异质性发展

轨迹, 需要对个体自伤的初始水平作出高、中、低

三水平的划分。参考先前研究的结果(Adrian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7), 本研究对个体的自伤水平

作出如下规定: 均分 0~1 (对应总分 0~9)为低水平

自伤, 均分 1~3 (总分 9~27)为中等水平自伤, 均分

3~5 (总分为 27~45)为高水平自伤。 

2.2.3  同伴接纳 

采 用 中 文 修 订 版 班 级 戏 剧 策 划 方 案 (RCP; 

Chen et al., 1992)测量青少年的同伴接纳水平。具体

方法是让被试在不被他人影响的情况下, 从班级同

学名单中挑选出至多 5 名最适合扮演以下角色的同

学: “他(她)最受大家欢迎”, “他(她)最不受大家欢

迎”。之后以班级为单位, 将每个被试得到的正提名

(受欢迎)频次与负提名(不受欢迎)频次分别除以减

1 后的班级人数再相减, 便得到同伴接纳分数, 分

数越高表示被试同伴接纳水平越高。本研究在 T1

时间点对被试在班级内的同伴接纳水平进行测量。 

2.2.4  同伴排斥 

采 用 中 文 修 订 版 班 级 戏 剧 策 划 方 案 (RCP; 

Chen et al., 1992)测量青少年的同伴排斥水平。具体

是让被试在不被他人影响的情况下, 从班级同学名

单中挑选出至多 5 名最适合扮演以下角色的同学: 

“他 (她 )被人排斥”, “大家都不愿意和他 (她 )一起

玩”。之后以班级为单位, 将每个被试收到的两项提

名频次分别除以减 1 后的班级人数, 最后取平均值

作为同伴排斥分数, 分数越高表示被试同伴排斥水

平越高。本研究在 T1 时间点对被试同伴排斥进行

测量。 

2.2.5  友谊支持/冲突 

采用 Furman 和 Buhrmester (2009)编制的关系

网络问卷(Th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NRI), 共 11 个题目, 分别从友谊冲突(如“你和你的

好朋友彼此间总会惹怒对方”)和友谊支持(如“遇到

麻烦时, 好朋友向你寻求安慰与支持”)两个维度测

量青少年感知的友谊质量状况。题目采用 5 点计分, 

1 代表“极少”, 5 代表“极多”, 维度均分越高, 表示

青少年的友谊支持/冲突水平越高。以往研究显示, 

该问卷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钟

萍 等, 2017)。本研究在 T1 时间点对被试的友谊支

持和友谊冲突进行测量, 二者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别为 0.86 和 0.8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双因

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C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4, SRMR = 0.04, 说明本研究中该问

卷的测量有效。 

2.2.6  教师情感支持 

采用 Song 等(2015)编写的 6 道题目测量青少年

自我报告的教师情感支持(如“当我学习上遇到困难

的时候, 老师会帮助我”), 题目采用 5 点计分, 1 代

表“完全不同意”, 5 代表“完全同意”, 维度均分越高, 

表示青少年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水平越高。研究

显示, 该问卷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马蓓蓓 等, 2019)。本研究在 T1 时间点对青少

年感知的教师情感支持进行测量, 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93,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 单因子模型数据拟

合良好: CFI = 1.00, TLI = 0.98, RMSEA = 0.08, 

SRMR = 0.02, 说明该问卷的测量有效。 

2.2.7  教师情感冲突 

采用邹泓等(2007)修订的师生关系问卷中的冲

突分维度测量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师生冲突(如“我和

老师的关系很糟糕”), 共 7 道题目。所有题目均采

用 5 点计分, 1 代表“完全不同意”, 5 代表“完全同意”, 

维度均分越高, 表示青少年感知到的教师情感冲突

水平越高。本研究在 T1 时间点对青少年感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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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情感冲突进行测量,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 验

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单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

好: CFI = 0.99, TLI = 0.96, RMSEA = 0.11, SRMR = 

0.02, 说明该问卷对本研究中青少年感知到的师生

冲突的测量是有效的。 

2.2.8  父母心理控制 

采用 Barber (1996)编制的青少年父母心理控制

问卷(Psychological Control Scale—Youth Self-Report; 

PCS-YSR), 共 8 道题, 如“我的父母总是试图改变

我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态度”。题目采用 5 点计

分, 1 代表极不符合, 5 代表非常符合, 题目均分越

高表示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

Barber 等(2005)对该问卷跨文化适用性的研究表明,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及结构效度。本研究

T1 时间点对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测量的

克伦巴赫 α系数为 0.90,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单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C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7, SRMR = 0.02, 说明该问卷的测量

有效。 

2.2.9  父母情感温暖 

采 用 与 父 母 相 处 问 卷 的 父 母 情 感 温 暖 维 度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8), 分别测量青少年感知到的父

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两部分, 各包含 9 道题, 

如“你的父/母亲会告诉你他/她很爱你吗？”。题目

采用 4 点计分, 1 代表从不, 4 代表总是。将父亲情

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总分取平均值, 得到父母情

感温暖分数 , 分数越高表示父母情感温暖水平越

高。本研究在 T1 时间点对青少年感知到的父亲情

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进行测量, 双因子模型的数

据拟合良好: CFI = 0.96, TLI = 0.95, RMSEA = 0.07, 

SRMR = 0.04, 二者的克伦巴赫 α系数均为 0.89, 说

明该问卷对青少年感知的父母情感温暖测量有效。 

2.3  数据分析 

首先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统计 , 初步考察抑

郁、自伤的发展趋势及其与人际关系变量的相关; 

其次, 对抑郁和自伤分别建立潜类别增长模型, 考

察初中 3 年期间抑郁与自伤的独立发展轨迹; 再次, 

对抑郁与自伤建立平行过程的潜类别增长模型, 考

察二者的联合发展轨迹; 最后, 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考察人际关系变量对抑郁、自伤联合发展轨迹

的预测效应。本研究使用 SPSS 23.0 进行数据的录

入、整理及初步分析, 使用 Mplus 8.3 进行潜类别

增长模型分析, 使用极大似然法处理缺失值。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尽管本研究在测量基线水平的同伴接纳与同

伴排斥时采用了同伴提名方法, 仍控制并检验了数

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首先在施测的过程中进行了必

要的程序控制 , 如随机安排问卷顺序和项目顺序 , 

部分题目采用反向计分、保证被试的匿名性等方式

减少被试对研究目的的猜度(周浩, 龙立荣, 2004)。

此外, 在正式分析数据前,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

因素检验法对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

发现, 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 19.16%, 小于

临界值 40%。因此, 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矩阵如表 1 所

示。3 次测量的抑郁与各变量均显著相关, 3 次测量

的自伤与父母心理控制和教师情感冲突显著相关, 

而与同伴接纳、同伴排斥及友谊支持相关不显著。

此外, 友谊冲突和父母情感温暖仅与第一和第二次

测量的自伤显著相关。 

3.2  抑郁和自伤的潜类别增长分析 

潜类别增长模型通常采用多个指标共同确定

异质性发展轨迹的最佳数目, 参照已有研究的建议

(侯金芹, 陈祉妍, 2016; Nylund et al., 2007), 本研

究选取如下指标确定抑郁及自伤异质性发展轨迹

的 最 佳 数 目 : (1) 贝 叶 斯 信 息 准 则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BIC 值越小, 模型拟合

程度越好; (2)模型分组的熵(entropy)介于 0~1 之间, 

越接近 1 表明模型分组准确程度越高, 一般认为

entropy 大于 0.7 时模型拟合良好; (3) Lo-Mendell- 

Rubin 似 然 比 检 验 (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 LMR-LRT), 如检验结果达显著水平(p < 

0.05)则接受 K 组分类而拒绝 k-1 组分类; (4)基于

Bootstrap 方法的似然比检验(BLRT), 如检验结果

达显著水平(p < 0.05)则接受 K 组分类而拒绝 k-1 组

分类。研究显示, BLRT 检验的表现优于 LMR-LRT

检验(Nylund et al., 2007), 当二者的检验结果产生

矛盾时, 以 BLRT 检验结果为准; (5)每个亚群组的

比例不低于 3%。 

分别对抑郁与自伤建立无条件潜类别增长模

型(LCGM), 且抽取 1~5 个潜在类别用以识别抑郁

与自伤发展轨迹的最佳数目, 拟合指数如表 2 所

示。对抑郁而言, 由于 5 分类模型中包含的一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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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DEP (T1) 1              

2 DEP (T2) 0.51** 1             

3 DEP (T3) 0.45** 0.58** 1            

4 SI (T1) 0.35** 0.22** 0.17** 1           

5 SI (T2) 0.24** 0.38** 0.30** 0.40** 1          

6 SI (T3) 0.09* 0.24** 0.35** 0.31** 0.42** 1         

7 PA (T1) –0.22** –0.18** –0.15** –0.04 –0.05 –0.02 1        

8 PE (T1) 0.21** 0.11** 0.10** 0.06 0.02 –0.02 –0.63** 1       

9 FS (T1) –0.16** –0.13** –0.12** –0.03 –0.06 0.03 0.13** –0.06 1      

10 FC (T1) –0.33** –0.22** –0.23** –0.05 –0.16** –0.06 0.08 –0.13** 0.11** 1     

11 PPC (T1) 0.28** 0.24** 0.26** 0.16** 0.12** 0.10* –0.03 0.02 –0.10* –0.13** 1    

12 PEW (T1) –0.29** –0.20** –0.23** –0.14** –0.03 –0.05 0.10** –0.05 0.25** 0.06 –0.25** 1   

13 TES (T1) –0.15** –0.20** –0.17** –0.11** –0.16** –0.04 0.08* –0.03 0.15** 0.05 –0.11** 0.21** 1  

14 TSC (T1) 0.19** 0.17** 0.17** 0.09* 0.11** 0.13** –0.06 0.06 –0.15** –0.26** 0.14** –0.13** –0.33** 1

M 1.68 1.70 1.68 0.23 0.33 0.19 0.01 0.01 3.19 4.45 2.70 2.77 3.86 2.03

SD 0.50 0.49 0.50 0.62 0.82 0.53 0.09 0.05 1.08 0.65 0.98 0.72 1.08 1.09

注: DEP 为抑郁, SI 为自伤, PA 为同伴接纳, PE 为同伴排斥, FS 为友谊支持, FC 为友谊冲突, PPC 为父母心理控制, PEW 为父母情感

温暖, TES 为教师情感支持, TSC 为教师情感冲突, 下同; *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表 2  抑郁与自伤的潜类别增长模型拟合指数 

类别 BIC entropy LMR-LRT BLRT 

抑郁     

1 3250.12 — — — 

2 2755.41 0.81 <0.001 <0.001

3 2627.28 0.80 0.28 <0.001

4 2563.78 0.78 0.02 <0.001

5 2541.38 0.78 0.14 <0.001

自伤     

1 4472.18 — — — 

2 3632.55 0.98 0.16 <0.001

3 3197.30 0.97 0.51 <0.001

4 2810.02 0.97 0.13 <0.001

5 2503.53 0.96 0.13 <0.001

注 : BIC =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LMR-LRT = 
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 BLRT = 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 粗体表示最佳拟合模型。 

 

群组占比仅为被试量的 2%, 故首先舍弃 5 分类模

型。BIC 值随着轨迹数目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所有

模型的熵值(entropy)均大于 0.7, 表明模型均具有

准确的分类, BLRT 检验的结果表明, 增加轨迹数

目会使模型逐步得到优化, LMR-LRT 检验的结果

表明只有 2 分类模型和 4 分类模型是可接受的。综

上, 确定 4 分类模型为青少年抑郁发展轨迹的最优

拟合模型; 对自伤而言, 从 4 分类模型开始, 增加

轨迹条目均存在某一亚群组人数不足样本量 1%的

情况, 故首先舍弃 4 分类及 5 分类模型。BIC 值同

样随着轨迹数目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且所有模型的

熵值均大于 0.7, BLRT 检验的结果同样表明了增加

轨迹数目的必要性, LMR-LRT 检验的结果表明从 2

分类模型开始, 增加轨迹数目得模型不再优于之前

的模型。综上, 确定 3 分类模型为青少年自伤发展

轨迹的最优拟合模型。 

具体而言, 抑郁 4 分类模型将青少年抑郁的发

展趋势分为 4 个子类别: 第一类青少年占比最大, 

约 64%, 其 3 年期间的抑郁得分始终维持在低位, 

为“低抑郁−稳定组” (截距 I = 1.45, p < 0.001; 斜率

S = –0.01, p = 0.48)。第二类青少年占比 22%, 其初

始抑郁水平较低 , 而后呈增长趋势 , 将其命名为

“低抑郁−增长组” (截距 I = 1.83, p < 0.001; 斜率 S = 

0.18, p < 0.001)。第三类青少年占比 9%, 其抑郁初

始水平居于中位 , 而后呈下降趋势 , 将其命名为

“中抑郁−降低组” (截距 I = 2.40, p < 0.001; 斜率 S = 

–0.40, p < 0.001)。第四类青少年占比 5%, 其抑郁

初始水平居于中位, 而后呈增长趋势, 将其命名为

“中抑郁−增长组” (截距 I = 2.53, p < 0.001; 斜率 S = 

0.22, p = 0.01) (见图 1)。 

依据自伤的 3 分类模型, 青少年自伤的发展趋

势分为 3 个子类别: 第一类青少年占比最大, 约

92%, 其自伤始终维持在极低水平, 将其命名为“低

自伤−稳定组” (截距 I = 0.11, p < 0.001; 斜率 S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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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4)。第二类青少年占比 3%, 其初始自伤水平

不高, 后期却呈现增长趋势, 将其命名为“低自伤−

增长组” (截距 I = 0.97, p = 0.03; 斜率 S = 1.00, p < 

0.001)。第三类青少年占比 5%, 其初始自伤水平居

于中位, 而后呈下降趋势, 将其命名为“中自伤−降

低组” (截距 I = 2.52, p < 0.001; 斜率 S = –1.09, p < 

0.001) (见图 2)。 
 

 
 

图 1  青少年早期抑郁发展轨迹 
 

 
 

图 2  青少年早期自伤发展轨迹 
 

3.3  抑郁和自伤平行过程的潜类别增长分析 

对抑郁与自伤建立平行过程的潜类别增长模

型, 且抽取 1~6 个潜在类别用以识别抑郁与自伤联

合发展轨迹的最佳数目, 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 3 所

示。从 4 分类模型开始, 增加的轨迹数目中均包含

一个 6 人的亚群组, 仅占被试量的 0.7%, 故而首先

舍弃 4 分类、5 分类、6 分类模型。随着轨迹数目

的增加, BIC 值逐渐减小, 所有模型的 entropy 值均

大 于 0.7, 表 明 模 型 均 具 有 良 好 的 分 类 准 确 度 , 

BLRT 检验的结果表明随着轨迹数目增加, 模型逐

步得到优化, LMR-LRT 检验结果表明 3 分类模型可

以接受。综上, 结合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实

际意义, 本研究最终确定 3 分类模型为青少年抑郁

与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最优拟合模型。依据此模型, 

将青少年早期抑郁与自伤的联合发展趋势分为 3 个

子类别: 第一类青少年占比最大, 约 91%, 其抑郁

与自伤水平 3 年期间始终居于低位, 将其命名为

“低抑郁−低自伤−稳定组” (截距 Idep = 1.63, p < 

0.001, Isi = 0.10, p < 0.001; 斜率 Sdep = 0.00, p = 0.79, 

Ssi = 0.00, p = 0.62; dep 代表抑郁, si 代表自伤, 下

同)。第二类青少年占比 5%, 其抑郁与自伤初始时

期达到中等水平 , 而后持续下降 , 将其命名为“中

抑郁−中自伤−降低组” (截距 Idep = 2.36, p < 0.001, 

Isi = 2.48, p < 0.001; 斜率 Sdep = –0.21, p < 0.001, Ssi = 

–1.09, p < 0.001)。第三类青少年占比 4%, 其抑郁

和自伤的初始水平较低, 而后呈现增长趋势, 将其

命名为“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组” (截距 Idep = 2.04, 

p < 0.001, Isi = 0.79, p = 0.002; 斜率 Sdep = 0.23, p = 

0.01, Ssi = 0.90, p < 0.001)。3 类青少年在 3 个测量

时间点上抑郁和自伤的水平如表 4 所示。 

3.4  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人际因素分析 

为考察早期人际因素(同伴接纳/排斥、父母情

感温暖、父母心理控制、教师情感支持/冲突)对青

少年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预测作用, 同时也

为检验分组的效度, 以第一次(初中一年级)测量的

人际因素为预测变量, 以联合发展轨迹分组为因变

量, 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鉴于青少年早期

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包括 3 个类别, 我们用 1

代表“低抑郁−低自伤−稳定组”, 2 代表“中抑郁−中 

 
表 3  抑郁与自伤的平行过程潜类别增长模型拟合指数 

类别 BIC entropy LMR-LRT BLRT 

1 7722.29 — — — 

2 6764.39 0.97 0.08 <0.001 

3 6258.55 0.97 0.47 <0.001 

4 5840.64 0.97 0.16 <0.001 

5 5506.08 0.90 0.03 <0.001 

6 5396.99 0.85 0.03 <0.001 

注 : BIC =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LMR-LRT = 
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 BLRT = 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 粗体表示最佳拟合模型。 

 

表 4  不同发展组别青少年 3 年期间抑郁和自伤水平均值及标准差 

类别 DEP (T1) DEP (T2) DEP (T3) SI (T1) SI (T2) SI (T3) 

1 1.63 (0.46) 1.65 (0.44) 1.63 (0.46) 0.10 (0.24) 0.19 (0.55) 0.10 (0.25) 

2 2.39 (0.61) 2.12 (0.47) 1.96 (0.58) 2.50 (0.89) 1.55 (1.30) 0.28 (0.47) 

3 1.99 (0.52) 2.38 (0.63) 2.42 (0.67) 0.72 (1.14) 2.11 (1.46) 2.5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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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降低组”, 3 代表“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组”。为

更全面的进行组间比较, 首先以 1“低抑郁−低自伤

−稳定组”为参照组, 考察何种人际因素导致青少年

更可能属于“中抑郁−中自伤−降低组”或“低抑郁−

低自伤−增长组”, 然后以 2“中抑郁−中自伤−降低

组”为参照组, 考察何种人际因素导致青少年更可

能属于“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组”或“低抑郁−低自

伤−稳定组”。 

逻辑回归(表 5)结果显示, 父母心理控制和同

伴接纳(T1)能够显著预测此后 3 年青少年抑郁和自

伤的联合发展趋势。具体而言, 与“低抑郁−低自伤

−稳定组”相比, 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的青少年属

于“中抑郁−中自伤−降低组” (OR = 1.84)和“低抑郁

−低自伤−增长组” (OR = 1.70)的可能性越大, 而同

伴接纳水平越高的青少年属于“低抑郁−低自伤−增

长组” (OR = 0.20)的可能性越小。与“中抑郁−中自

伤−降低组”相比, 基线同伴接纳水平越高的青少年

属于“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组” (OR = 0.17)的可能

性越小。 

 
表 5  早期人际因素对抑郁与自伤联合发展 

轨迹亚组的逻辑回归分析 

OR [95% CI] 
预测变量 

1 vs. 2 1 vs. 3 2 vs. 3 

同伴接纳 1.16 [0.72, 1.87] 0.20* [0.04, 0.88] 0.17* [0.04, 0.81]

同伴排斥 1.49 [0.66, 3.41] 0.10 [0.01, 1.72] 0.07 [0.00, 1.26]

友谊支持 0.88 [0.57, 1.37] 1.03 [0.65, 1.63] 1.17[0.63, 2.17]

友谊冲突 1.30 [0.57, 2.98] 0.92 [0.45, 1.88] 0.70 [0.24, 2.04]

父母心理控制 1.84* [1.13, 2.99] 1.70* [1.05, 2.76] 0.93 [0.48, 1.79]

父母情感温暖 0.62 [0.33, 1.17] 1.02 [0.53, 1.96] 1.63 [0.67, 3.94]

教师情感支持 0.87 [0.56, 1.38] 0.84 [0.53, 1.33] 0.97 [0.52, 1.80]

教师情感冲突 1.02 [0.63, 1.64] 1.11 [0.70, 1.78] 1.09 [0.57, 2.10]

 

4  讨论 

4.1  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独立发展轨迹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了青少年早期抑郁的 4 条异质性发

展轨迹, 即“低水平稳定”、“低水平增长”、“中水平

增长”以及“中水平降低”, 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

(侯金芹 , 陈祉妍 , 2016; Vaillancourt & Haltigan, 

2017), 说明青少年抑郁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低水平

稳定”、“增长”、“下降”三种基本发展形态, 随着样

本量的增大及测量时间点的增加, 研究者可以在这

三种基本形态下识别出更为精细的发展群体。例如, 

Costello 等人(2008)在一项包含了 11559 名青少年

的大样本中从“低水平稳定”形态中分离出一组“无

抑郁”的青少年, Ellis 等(2017)在一项历时 7 年的长

时追踪研究中同时发现了“中水平降低”和“高水平

降低”两种降低轨迹, 本研究则在“增长”形态下区

分出“低水平增长”和“中水平增长”两个群组。 

同时, 本研究发现了青少年早期自伤的 3 条异

质性发展轨迹, 即“低水平稳定”、“低水平增长”及

“中水平降低”, 与以往研究既存在相似性, 又具有

特异性。首先, 与此前研究结果一致, 多数青少年

的自伤水平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呈“低水平稳定”

的发展形态(Barrocas et al., 2015; Giletta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7)。其次, 本研究发现了“中水平降

低”这一自伤发展轨迹(Barrocas et al., 2015; Giletta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7)。最后, 本研究首次发

现在普通的青少年早期群体中自伤的发展存在增

长轨迹组, 说明青少年早期是自伤行为发展的关键

阶段, 此时期有一部分青少年会面临自伤不断恶化

的风险。 

4.2  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特点 

本研究证实, 青少年早期存在抑郁和自伤的 3

条联合发展轨迹, 即“低抑郁−低自伤−稳定”、“中抑

郁−中自伤−降低”及“低抑郁−低自伤−增长”。其中, 

“低抑郁−低自伤−稳定”组青少年占比最大(91%), 

其抑郁和自伤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 “中抑郁−中自

伤−降低”组青少年占比次之(5%), 其抑郁和自伤水

平在青春期伊始居于较高水平, 而后呈共同下降趋

势; “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组青少年占比最少(4%), 

其抑郁和自伤的初始水平较低, 而后呈共同增长趋

势 。 这 一 发 现 为 自 伤 功 能 模 型 提 供 了 实 证 支 持

(Nock, 2010; Nock & Prinstein, 2004)。具体而言, 对

“低抑郁−低自伤−稳定”组青少年, 不用自伤或采用

较少的试探性自伤行为即可帮助其改善消极情绪

(Plener et al., 2015; Tatnell et al., 2014)。从该组青少

年极低的自伤水平(MT1 = 0.10, SDT1 = 0.24; MT2 = 

0.19, SDT2 = 0.55; MT3 = 0.10, SDT3 = 0.25)来看, 其

中一部分个体甚至从未实施过自伤行为, 可以通过

一般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成功应对自身困扰(Tamir et 

al., 2019), 因此, 通过教给青少年认知重评等情绪

调节策略和问题解决技能, 就能帮助其缓解抑郁并

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频率(Tamir et al., 2019; Tatnell 

et al., 2014)。对“低抑郁增长组”青少年而言, 持续

增长的抑郁水平反映了情绪调节策略的失败, 为即

刻有效缓解抑郁, 该组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频率会同

步增长 , 表现为“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的发展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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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针对“中抑郁降低”组青少年, 由于其初始中等

水平的抑郁逐渐降低至可控水平, 中等频率的自伤

行为便失去其功能性价值, 因而随抑郁水平同步降

低, 表现为“中抑郁−中自伤−降低”的发展轨迹。综

上, 青少年早期个体的抑郁和自伤会表现出发展上

的同步性。 

此外, 已有研究显示, 抑郁和自伤与多种常见

的青少年社会适应问题表现出发展上的同步性, 如

完美主义、自杀意念等(Giletta et al., 2015; Vaillancourt 

& Haltigan, 2017)。结合本研究的发现, 我们认为, 

青少年不同的社会适应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可能存

在一种共通性。这种共通性, 一方面意味着研究者

应谨慎对待青少年时期的发展问题, 任何看似轻微

的不良适应表现(如害羞)都可能伴随严重的适应障

碍(如抑郁、自伤)。另一方面, 如果未来能够找到

青少年发展过程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适应问题加以

解决, 就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Barlow et al, 2004)。 

4.3  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人际

预测因素 

本研究发现, 与“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组”青少

年相比, 早期高水平的同伴接纳会显著提高个体归

属于“中抑郁−中自伤−降低组”和“低抑郁−低自伤−

稳定组”的可能性, 即同伴接纳能够显著降低青少

年抑郁和自伤行为的风险。群体社会化理论(Harris, 

1995)强调 , 青少年是在同龄人群体中完成社会化

任务的, 高水平的同伴接纳反映了个体在同伴群体

中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群体接纳程度, 是青少年社会

适应的保护性因素(Furman & Buhrmester, 2009)。研

究也指出, 同伴接纳水平高的个体通常能够在整个

青春期内维持优势的同伴社会地位(Gifford-Smith 

& Brownell, 2003; Harris, 1995), 显著降低抑郁恶

化的可能性(Costello et al., 2008), 高同伴拒绝则会

增加青少年的抑郁风险(Brendgen et al., 2005)。对

于自伤, 尽管目前尚未有研究单独考察同伴关系对

自伤发展的影响, 但变量中心的研究显示, 同伴接

纳、同伴拒绝等同伴关系变量均能显著预测个体的

自伤行为(Esposito et al., 2019; Wu et al., 2019)。因

此, 结合本研究发现可以推测, 同伴接纳是青少年

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中, 相比于“低抑郁−低自伤−稳定组”青

少年, 青少年早期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同时提高

了个体归属于“中抑郁−中自伤−降低组”和“低抑郁

−低自伤−增长组”的可能性。作为一种严重侵扰子

女内心世界的不良养育方式, 父母心理控制会严重

损害青少年社会功能的发展(Barber, 1996; Barber 

et al., 2005), 是青少年抑郁和自伤发展的高风险因

素 (Vaillancourt & Haltigan, 2017; Wang et al., 

2017)。 因此, 早期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会显著

提高青少年归属于“低抑郁−低自伤−增长组”的可

能性。然而, 为何早期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会提

高个体归属于“中抑郁−中自伤−降低组”的可 能

性？为进一步检验该结论的可靠性及可能的原因, 

本研究又进行了两方面的补充分析。首先, 增加对

第二、三次测量的父母心理控制的控制, Logistic 回

归的结果仍显示, 早期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会显

著提高青少年归属于“中抑郁−中自伤−降低组”的

可能性(OR = 1.73, p < 0.05, 95% CI = [1.09, 2.76] ), 

可以排除得到“假阳性”结果的可能。其次, 本研究

认为, 这一结果的产生可能与该组青少年感知的父

母心理控制水平的发展变化有关。Desjardins 和

Leadbeater (2017)在其研究中指出, 由于青少年自

主性的持续增强和亲子间互动模式的改变, 使得青

少年感知的父母心理控制在整个青春期显著下降, 

父母情感温暖则显著上升。Rogers 等(2020)也在一

项个体中心的研究中明确指出, 青少年感知的父母

心理控制存在一组具备现实意义的“下降”轨迹组。

据此, 本研究对 3 次测量中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心

理控制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中抑郁−中自伤

−降低组”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心理控制也呈“中水平

降低”的发展轨迹(I = 3.16, 90% CI = [2.87, 3.46]; S = 

–0.23, 90% CI = [–0.45, –0.03])。亦即, “中抑郁−中自

伤−降低组”青少年抑郁和自伤水平的降低可能是

青春期的新型亲子互动模式下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

心理控制的下降导致的。综上, 父母心理控制是青

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风险性因素。 

本研究发现, 师生关系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抑

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父

母和同伴, 初中阶段教师与青少年互动的频率和深

度均较为有限, 因此对个体适应与发展结果的影响

相对较小(马蓓蓓 等, 2019)。另一方面, 师生关系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 在 学 校 适 应 方 面 , 如 学 业 表 现

(Bosman et al., 2018; 邹泓 等, 2007), 而对青少年

不良情绪或行为适应的影响较小。此外, 师生关系

可能在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间起

到了调节作用(Sabol & Pianta, 2012), 如有研究发

现师生关系不仅调节了亲子关系对青少年主观幸

福感的直接效应, 还调节了亲子关系通过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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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张兴

旭 等, 2019)。因此, 师生关系对青少年抑郁和自伤

的影响也可能是通过调节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

直接效应实现的。由于本研究设计的限制, 该推论

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 

4.4  本研究的优势和局限性 

本研究以动态视角剖析了青少年早期抑郁和

自伤的独立及联合发展轨迹,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

特异性。此外, 本研究首次从完备的人际视角探讨

了青少年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人际风险与

保护性因素, 对少年社会适应的干预研究有一定的

实践价值。 

本研究具有以下局限性。第一, 现有样本量对

于精细识别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仍存在不足。

以抑郁为例, 采用更大的样本量能够区分出 5 条及

以上的异质性发展轨迹(Briere et al., 2015), 并且同

为抑郁的增长或降低轨迹 , 发展速度也有快慢之

别。因此,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更为精

细地识别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第二, 

本研究仅关注了青少年早期(初中 3 年期间)个体抑

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高中阶段个体自立性的

增强、人际关系和学业压力加大等因素, 会对个体

抑郁和自伤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扩展

追踪研究时长, 探讨整个青少年阶段个体抑郁和自

伤的联合发展轨迹及其人际因素。第三, 本研究并

未考察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在男女

生中的差异。尽管已有研究显示, 青少年男女生抑

郁 的 发 展 轨 迹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侯 金 芹 , 陈 祉 妍 , 

2016), 青少年自伤发展轨迹的性别差异尚未有研

究证明。因此, 未来研究可尝试探索自伤的异质性

发展轨迹在男女生中的差异 , 若性别差异仍存在 , 

则进一步分男女考察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

展轨迹。 

5  结论 
青少年早期个体抑郁和自伤分别呈现 4 条和 3

条异质性发展轨迹。二者的联合发展呈现“低抑郁−

低自伤−稳定”、“低抑郁−低自伤−增长”、“中抑郁−

中自伤−降低” 3 条异质性轨迹。父母心理控制和同

伴接纳是青少年抑郁和自伤联合发展轨迹的危险

性与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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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nterpersonal factors impact the co-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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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are major public health concerns worldwide. 

Identify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that lead to these problems can help to design effective prevention 

programs. Previous research has reported 3 to 6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ed mood and 3 to 4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NSSI. However, depressed mood and NSSI often co-occur, and little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ir joi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Importantly, various interpersonal factors ma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depression and NSSI. For example,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pee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veloping depression and NSSI. Yet, to date, no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effec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joi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s’ depressed mood and NSSI, and examine the importance of peer, 

parent and teacher relationships in these trajectories. 
A sample of 859 adolescents (56.43% males; Mage = 14.73, SD = 0.43) was followed up for three years from 

the first year to the third year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a central western Chinese city, Xi’an.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depressed mood and NSSI at three time points, one year apart. They also completed self-measures 

of friendship quality, parent relationships and teacher relationships at Time 1, and nominated their classmates’ 

peer status at Time 1. All measures were conducted anonymously and approved by school administrators.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and joi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ed mood 

and NSSI, whil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 with parents, peers and teachers.  
We found 4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ed mood and 3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NSSI. 

Moreover, we identified three joi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s’ depressed mood and NSSI. The 

first trajectory class (91%), labeled “low depression- low NSSI- stable”, included adolescents with low 

depression and NSSI across all timepoints. The second trajectory class (5%), labeled “moderate depression- 

moderate NSSI- decrease”, consisted of adolescents whose depression and NSSI were moderate at baseline and 

then decrease over time. The third trajectory class (4%) labeled “low depression- low NSSI- increase”, consisted 

of adolescents whose depression and NSSI were low at baseline and then increase over time. Furthermore, the 

level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differentiated adolescents in the first joint trajectory class from those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joint trajectory class. In addition, peer acceptance distinguished adolescents in the third 

joint trajectory class from those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joint trajectory clas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dependent and joi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ed mood and NSSI 

during adolescence and revealed important roles of parents and peers in thes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These 

findings extend our knowledge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pression and NSSI, and the interpers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is. By improving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peers, school 

practitioners can reduce rates of depression and NSSI in this group. 

Key words  early adolescents, depressed moo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joint trajector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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